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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夫妻债务认定

规则中的“合意型共债”

——— 兼论《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的体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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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中所规定的“合意型共债”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但在司法实践中

却造成了一定的乱象，并潜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通过考察《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定，可以发现

我国“合意型共债”司法困境的根源所在：并未意识到配偶一方同意内涵的多元性，没有对“授权型合

意”与“负债型合意”做出区分。这一区分可以通过对第１０６４条的文义解释被我国法所吸纳。在此基

础上，第１０６４条规定的共同债务的两种类型得以呈现，第１０６４条与家事代理权制度、分别财产制约定

以及离婚时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间的关系也可得到厘清。

关键词　授权型合意　负债型合意　家事代理权　内外区分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一直是讨论的焦点问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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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国特色的继承制度”（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ＥＦＸ０１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婚姻法》第４１条所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用途论”，到饱受争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所确

立的“推定论”，再到２０１８年夫妻共同债务新司法解释的出台，〔１〕我国立法与司法中对于夫妻共

债认定标准的问题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随着《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采纳新司法解释的立场，〔２〕

有关夫妻债务认定标准在立法论层面的争论才终于告一段落。

然而，由于夫妻债务问题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和债务人配偶三方利益的平衡，涉及交易安全与

家庭伦理的碰撞，因而相关规则的设计异常复杂。试图通过《民法典》中的一个条文就一劳永逸地

解决夫妻债务问题，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事实上，新司法解释出台以来，对于如何确定“共同生

产经营”，〔３〕如何认定因“日常家庭生活需要”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４〕尤其是如何确定共同债务

的责任财产范围 〔５〕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本文拟从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合

意型共债”入手，最终为《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的规定提供一种解释视角，并探讨其与《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中其他条款的协调关系。

一、我国“合意型共债”的现实困境

在夫妻共同债务的体系架构中，“合意型共债”，也即学界常说的“共签共债”，占据了一个非常

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２０１８年司法解释新规中最亮眼的变革而被广泛宣传，〔６〕很快成为司

法实践中认定夫妻共债的首要标准；〔７〕然而另一方面，与实务界的热捧不同，合意型共债在有关

夫妻债务汗牛充栋的学术论著中却难觅一席之地，往往为作者一笔带过而不作展开。〔８〕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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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贝：《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困局与出路———以“新解释”为考察对象》，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第１０４—１１２页。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公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一审稿）以２０１８年新司法解释刚出台

伊始，其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为由，并未对夫妻债务问题做出直接的规定。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则明确指出，“从新司法解释施

行效果看，总体上能够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各方面总体上赞同”。

陈凌云：《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中的伪命题：共同生产经营》，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２３—

３２页；张晓远、杨遂全：《生活或营利之分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之立法变革》，载《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

８８—９３页。

冉克平：《论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引起的夫妻共同债务》，载《江汉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１０４—

１１０页。

汪洋：《夫妻债务的基本类型、责任基础与责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夫妻债务解释〉实体法分析》，载

《当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４８—５８页；朱虎：《夫妻债务的具体类型和责任承担》，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第４４—５８页；刘征峰：《夫妻债务规范的层次互动体系———以连带债务方案为中心》，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

８３—９９页；田韶华：《论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８２—１９０页；申晨：《夫

妻债务类型的重构———基于有限责任的引入》，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１１—１２６页。

程新文等：《〈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

法·应用》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３—３８页。

最有代表性的，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浙高法〔２０１８〕

８９号）第１条：“全省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加强对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共债共签’原则的宣传，尽量引导债

权人要求夫妻共同签署借款合同、借据等文书。通过发挥裁判导向作用，引导民商事主体主动规范交易行为，加强

风险防范。”

即便在叶名怡教授所作《“共债共签”原则应写入〈民法典〉》（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９４—１０３页）一文

中，对于合意型共债本身也未作展开讨论，此处所谓的“共债共签”原则更多的是对司法解释整体立场的概括。



这种冷淡态度，初看起来有其合理性。双方通过共同的意思表示订立债务，成为共同债务人，并非

婚姻关系中夫妻所特有的事实，实为一般民事理论适用的当然结果，即便《民法典》不作此规定，也

不会影响实务中对共同债务的认定。〔９〕因此有学者断言，将“共债共签”型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这一问题也不存在争议”，未来的讨论重心

“应该置于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或行为所生的负债问题的解决上，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法律资源

规定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的问题”。〔１０〕

然而，合意型共债是否真如学者所预言的那样理所当然，而无须再在其上虚耗时光呢？笔者

对此不敢苟同：审判实务中对于“合意型”共债的认定存在乱象，并且这一制度规定还可能引发意

想不到的道德风险。

（一）“合意型共债”司法认定中的乱象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直接承袭了２０１８年司法解释的条文内容，根据其第１款的规定，“夫妻双

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

条文的内容可知，“合意型共债”事实上包括双方共同签名和一方事后追认两种类型。但是无论是

对“签名”还是对“追认”的内涵，司法审判中都存在相互矛盾的立场。

１．双方共同签名的共债认定

若双方当事人均以合同当事人的名义在文件上签字，则共同债务的认定不存在任何争议。〔１１〕

有疑问的是，合同内容中仅以夫妻一方为当事人而配偶的签名并未特别注明其是否同意加入债务

时，对该签名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依据司法审判中的主流观点，即便借款合同中仅仅约定夫妻

一方的借款事实和还款义务，配偶在借贷合同上的签名也视为其同意成为还款义务人，相关债务

构成夫妻的共同债务。〔１２〕但在少数判决中，法院对签名要件采严格的认定标准，配偶一方须以合

同当事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字，才能成为共同债务人。例如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张秀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姜忠民在张秀丽订立的《生意人卡（生意红）申请表》上以配偶身

份签名，但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姜忠民仅以配偶身份在申请表上签名，未明确表示愿为案涉贷款承

担共同偿还责任”，因此不认可其构成夫妻共同债务。〔１３〕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若配偶在担保另一方债务的担保合同上签名，是否意味着

该债务具有共同债务的属性？对此，多数法院持肯定立场：配偶担任连带责任保证人、〔１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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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诚信：《论民法典中的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４９—７３页。

蔡立东、刘国栋：《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建议———以相关案件裁判逻辑的实证分析为基础》，载

《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４７—１６２页。

参见蔺玉红诉田秀民、张继红民间借贷纠纷案，甘肃省金塔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甘０９２１民初４１号民事判

决书；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王青霞、马志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鲁０７８２民初５５７１号民事判决书。在上述案件中，配偶均以共同借款人的名义签字。

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寇志军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吉０２８１民初９４４号民事判决书；李森春诉童炎茂、刘崇利追偿权纠纷案，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

０８２５民初１３２号民事判决书；杭某与王某、白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内

０６２５民初２２６８号民事判决书。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诉张秀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

０２民终１２８７号民事判决书。

黄宝生、刘莉莉：《对夫妻共同债务中共同意思的理解》，载《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１９年第１４期，第

３９—４１页。



高额保证人、〔１５〕抵押人 〔１６〕的场合，视为对主债务的同意，相关债务即构成共同债务。但这样的理

解显然与民法一般规则存在出入：在一方愿意为主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其往往只愿意在特

定的财产范围内（物权担保的场合）或者一定债务额度的范围内（最高额保证的场合）承担责任，即

便是在连带责任保证的场合，保证人的身份也不得与债务人的身份相混淆。〔１７〕

２．一方事后追认的共债认定

一方事后追认的共债认定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此处的“追认”应如何理解？例

如，在借贷合同场合，出借人将款项直接打入配偶一方账户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为取得了配偶方

的追认？实务中对此多持肯定立场。〔１８〕

此外，配偶一方事后主动还款的行为，是否能被认为是对一方举债的追认？对此，法院立场存

在严重分歧。在“闫华、陈风环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配偶一方在庭审过程中对债务本金

部分愿意共同偿还，可视为对该债务的追认。〔１９〕在“王晫、陈雅宁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配偶一方

通过其账户向债权人还款的行为被认定为对一方举债的事后追认。〔２０〕但在另一些判决中，法院

否认单纯的还款行为构成追认。如在“吴婷婷、张学敏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指出：“虽然吴婷婷

提出了张学敏与其积极沟通协商还款事宜的微信记录，但这些沟通协商，仅能证明张学敏有偿还

部分债务、解决纠纷的意思表示，并不足以证明案涉债务系基于张挺进与张学敏夫妻双方的共同

意思表示，更不足以推定张学敏认可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２１〕同样，在“金启华、王如统返还原

物纠纷案”中，〔２２〕法院认为配偶一方同意出售其与债务人共有的房产用于偿还债务的，该意思表

示不能被解读为以个人名义承担债务，因此否定了共同债务的认定。

最后，部分案件中法院对于共同债务的认定仅仅满足于举债方配偶的知情，这无疑是“合意共

债”的异化产物。〔２３〕

由此可见，“合意债务”的司法认定并非毫无争议，相反，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因素。

而在这种司法乱象的背后，更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共债共签”制度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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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与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申２２１６号

民事裁定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市分行诉陈昌蓉、林元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

民法院（２０１９）粤１７０２民初５３８５号民事判决书；杨志锋诉张治平、彭巧珍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

民法院（２０１９）闽０７０２民初４７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保证人享有保证期间的保护规则，而债务人则不得主张。保证人承担责任后，还享有对主债务人的

追偿权。

吴正伟、张新建民间借贷纠纷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民再３４３号民事判决书；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周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浙民再２６０号民事判决书；章晓萍与

卢增辉民间借贷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民申７８００号民事裁定书；陈长珍、魏龙登、四川鸿业实业有

限公司与卿皇英民间借贷纠纷案，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川１０民终９７３号民事判决书；郑坚诉孙才

娣、吴幼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沪０１１３民初２４０９８号民事判决书。

闫华与陈风环民间借贷纠纷案，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１５民终５９号民事判决书。

王晫与陈雅宁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民申１５９７号民事裁定书。类似判决，参

见杨雅与胡晓凤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民申１４５１号民事裁定书。

吴婷婷与张学敏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民申１３３８号民事裁定书。

金启华与王如统返还原物纠纷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浙１０民终３１０３号民事判决书。

姚兰与陆磊追偿权纠纷案，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７民终２７７７号民事判决书；福鼎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冯文棋、吴巧钗、林阿龙、王阿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

０９８２民初３８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二）“合意型共债”引发的道德危机

１．债权人与夫妻之间的不信任

通过鼓励夫妻双方以合意的方式订立共债，法律事实上破坏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互信关

系，鼓励债权人将债务人的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可疑关系”和“潜在风险”，需要通过事前的手段加

以预防。换言之，立法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定，鼓励债权人通过要求夫妻双方共签债务，从根源上

解决债务性质认定的难题。然而这样的一种立法取向，除了造成缔约效率上的问题外，还可能损

害当事人之间的互信状态。正如彭诚信教授所言：“当法律明确把‘共签共债’作为一种制度规定

时，它其实是给债权人要求举债方配偶如此行为的一种提示或明示，甚至是一种鼓励。当法律不

规定‘共签共债’而债权人基于其自由意志如此而为时，至少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掩藏在了法

律背后；而当法律对此明确规定时，便等于是把原本掩藏在法律背后完全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事

项明示出来，其中也包含把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昭示于人：如果不信任对方，那请其配偶

共签。”〔２４〕

２．夫妻之间关系的不和谐

“共债共签”制度的扩张适用很可能最终滋长夫妻关系间的矛盾。一方面，夫妻间一些出于情

感道义的扶助行为，很可能因为共债共签制度的引入而脱离了纯粹道德的框架，进入法律规制的

范畴，这无疑增加了夫妻互助关系的法律成本；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共债共签的要求，一些当事人

可能通过伪造签名或授权书、提供配偶银行账户等方式制造合意的假象，为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

意通谋的情形打开方便之门。《民法典》第１０４３条第２款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

相关爱”，而共债共签制度是否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立法理念，值得怀疑。

３．夫妻人格独立的威胁

共债共签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充分尊重债务人配偶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和决定权，〔２５〕

也被视为是对配偶一方人格独立性的承认。〔２６〕然而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为了追求夫妻双方人格

独立的“共债共签”制度，最终很可能走向其反面，对人格独立性造成伤害。首先，就夫妻双方的内

部关系而言，婚姻几乎成了一项新的行为能力欠缺事由，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法律都鼓励甚至

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对外实施法律行为。换言之，为了取得不被负债的消极自由，我们牺牲了独

立实施行为的积极自由。有学者就曾不无忧虑地指出：“限制负债的能力就相当于限制行为能力，

意味着一旦结婚就降格为‘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消费行为，没有配偶的授权几乎不能签订

任何合同。”〔２７〕

其次，就夫妻双方与债权人的外部关系而言，推行共债共签的法律后果很可能是使得绝大多

数的债务，由原来的个人债务通过共签而转化为共同债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

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第１条明确指出：“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完全可以

也有条件在交易时即要求相对人配偶做出共同负债的意思表示，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时的举证风

险。”换言之，法院鼓励在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债权人利用该地位促使债务人配偶共签。由此，

原来旨在避免不知情情况下被动负债的“共债共签”制度，很有可能在实践中异化为在知情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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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负债的机制，而这种所谓的“主动负债”，事实上只是徒有意思自治的表象，其背后是双方议价

能力悬殊的体现。由此可见，“共债共签”对于夫妻独立人格的保护，很可能沦为一种空洞的形式

保护。

二、法国法上“合意型共债”的制度经验

从比较法的视域来看，《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定与我国所确立的“合意型共债”具有颇

多相似之处。根据该条规定：“夫妻一方只能以其个人财产及个人收入财产为限订立保证或者借

贷合同，除非该缔约行为得到其配偶的明示同意；在得到明示同意的情况下，配偶一方仍不以其个

人财产承担责任。”对法国法“合意型共债”的解读将有利于发掘我国目前司法困境的根源所在。

（一）“合意型共债”的规范意旨

要理解法国法“合意型共债”的规范意旨，必须将其放置于整个夫妻债务认定体系中加以考

察。法国法上对于夫妻债务的认定区分两个层次：对外层面，所谓的共同债务是指债权人有权要

求共同财产之全部实现其债权，是外部责任财产划定的问题，又被称为债务的（外部）义务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ｄｅｔｔｅ）；对内层面，所谓的共同债务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共同财产分割清算时应当互

相分摊的债务，解决的是内部债务分配的问题，又被称为债务的（内部）贡献（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ａ

ｄｅｔｔｅ）。《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针对的是夫妻债务外部认定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其是对第

１４１３条所确立的共债认定基本原则的例外。

依照《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３条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所有债务，无论基于何种

原因，债权人原则上都可以就共同财产部分要求清偿。这一原则性规定背后的依据在于夫妻一方

对共同财产的管理权限与夫妻债务性质认定的挂钩：〔２８〕由于在法国的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双方对

共同财产的管理以单独管理（ｇｅｓ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ｅ）为原则，以共同管理（ｃｏｇｅｓｔｉｏｎ）和排他管理

（ｇｅｓ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为例外，所以就应当在原则上允许债权人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举债人一方的个人

财产实现其债权。〔２９〕

在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法国民法典》颁布之前，配偶一方对外的借贷和保证也属于一般共同债

务的范畴，因此债权人可扣押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一方的个人财产以实现其债权。为了保护债

务人的配偶，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将借贷行为和保证行为作为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做出的法律行为加

以规制。但这一做法最终没有被立法者所采纳，以便保护夫妻双方独立管理共同财产的权限。〔３０〕

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定即在此背景下产生：未经配偶方同意的借贷和保证行为有效，只是责任财产范围

限于债务人一方的个人财产及其工资收入。

（二）“合意型共债”的适用范围

依据《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文义，其适用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订立的保证或者借贷合

同。之所以针对这两种合同做出特别规定，是因为在立法者看来，保证与借贷对于共同财产具有

特殊的危险性：在这两种情况下，合同的订立与债务的履行往往具有较长的间隔，这会使得债务人

无法在缔约时感知举债行为的潜在危险性，并可能承诺一些超过共同财产承受能力的负债行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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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法院对第１４１５条进行了扩张适用，这主要体现在对保证和借贷所做的扩张

理解上。

首先，尽管第１４１５条明文提及“保证”，但审判实践中法院依然将其扩张适用至其他人保，例

如独立保证 〔３１〕和保兑信用证。〔３２〕相反，该规定不适用于物权担保的情形。〔３３〕关于第１４１５条是

否应当适用于配偶一方为第三人提供共同财产上的物权担保（抵押、质押），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

争议。第三人提供物权担保的场合，在法国的学界被称为物上保证（ｃａｕｔｉ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ｒéｅｌ），部分法

院认为其依然构成保证，因此受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制。〔３４〕然而这一立场遭到了来自学界的广

泛批判：一方面，夫妻一方以特定的共同财产为第三人提供担保，夫妻共同财产所承受的风险被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行为的危险性较小；另一方面，在物上保证场合适用第１４１５条，其后果是导致整

个担保行为无效，而不仅仅是债务人责任财产范围的限制，这违背了该法条的立法初衷。最后，法

国最高民事法院２００５年的判决推翻了此前的立场，认为第１４１５条不能适用于物上保证的

场合。〔３５〕

其次，法院对于第１４１５条所提到的“借贷”同样采用了扩张解释，认为其不仅包括金钱借贷，

还包含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度。例如法院认为，银行卡欠费额度也属于第１４１５条所说的借贷合

同。〔３６〕此外，法院还将第１４１５条适用于循环信用证（ｃｒéｄｉｔ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的场合。
〔３７〕当然，根据《法

国民法典》第２２０条的规定，对于小额的借贷，如果对家庭日常生活而言是必需的，则构成夫妻双

方的连带债务，不受第１４１５条的约束。

（三）配偶一方同意的认定及后果

按照１９８５年立法者的想法，夫妻一方做出的借贷或保证行为，应该得到配偶一方的同意，并

且法律要求该同意以明示的方式做出。这一要件意味着，配偶一方单纯的沉默不构成同意；单纯

地知晓另一方的经济状况 〔３８〕或者知道另一方举债的事实不构成对举债行为的同意。〔３９〕此外，配

偶一方事前一般性地授权对方对外借贷或者保证的行为，并不产生第１４１５条意义上的同意效果。

配偶一方的同意最迟应该在借贷或者保证行为做出之时表达，因此，配偶一方在事后同意用共同

财产为该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的行为，不能视为对该债务的追认，债权人无权要求以配偶一方的个

人财产以及除了该抵押物之外的其他共同财产实现其债权。〔４０〕

对于同意的形式，法律并无明确限制，配偶既可以在独立的文书中做出，也可以在同一份合同

中做出。例如法院认定，债务人配偶在合同中注明“同意本合同中承担的行为”的，构成配偶一方

的同意。〔４１〕但是，在夫妻双方均以个人名义分别为同一债务提供保证的场合，最高法院认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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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尚不足以构成对对方的保证行为的同意。〔４２〕

债务人配偶的同意将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法国法在此对授权的同意和负债的同意两种不同

的类型进行了区分。第１４１５条所说的同意只产生授权（ａｕｔ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的法律后果，而不产生负债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法律后果，也即配偶的同意并不会使其本人成为共同债务人，
〔４３〕而只是授权另一

方可以以共同财产之全部对外进行借贷或者提供保证。也就是说，配偶一方通过其同意放弃了第

１４１５条给予他的特殊保护。〔４４〕就债权人的角度而言，配偶一方的同意将使得责任财产的范围得

到扩展，及于债务人一方的个人财产以及双方共同财产之全部。〔４５〕而在配偶一方拒绝同意的场

合，相关的借贷和保证行为并不因此无效，但债权人仅能就债务人一方的个人财产以及债务人的

工资收入部分实现其债权。〔４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第１４１５条关于夫妻债务的认定仅限于外部关系之中，因此配偶一方的同

意也仅在与债权人的外部关系中产生效力。而在夫妻关系的内部，是否构成共同债务依旧需要依

据债务的用途来进行判定。换言之，若夫妻一方未经配偶同意单方借贷，但将所得款项用于购置

家庭共同财产，则该借款虽因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定而构成对外的个人债务，但在夫妻双方财产分割

时，该债务仍然由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成立共同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平均分摊，至于配偶是否同

意举债，在所不问。〔４７〕

（四）“合意型共债”的实践评价

《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则适用至今已有３０余年，立法者试图通过引入这一条款保护夫

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避免夫妻一方通过对外借贷或者提供保证等行为，使得共同财产处于被全部

扣押或者执行的风险之中。这一目的本身是值得赞同的，但第１４１５条在实际的适用过程中所产

生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４８〕首先，对于诸如第１４１５条的适用范围、配偶同意或者拒绝同意之后

债权人享有的责任财产范围问题，法院仍然没有形成清晰明了的立场，学说上也存在较大争

议。〔４９〕其次，第１４１５条在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纠纷，仍然有许多债权人忽视该规定的存在，因此

第１４１５条经常被债务人一方恶意援引，规避自身的合同责任，〔５０〕法院对于配偶方同意认定的严

格标准事实上也助长了债务人恶意利用规则的趋势。〔５１〕最后，对于一些具有缔约优势地位的债

权人而言，第１４１５条的存在使得他们无一例外地要求债务人配偶的签名，并且经常要求配偶以债

务人的身份加入到债务中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恰恰与第１４１５条所要起到的保护效果相违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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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第１４１５条的场合，配偶至少可以保证其个人财产不受影响；但在以债务人身份共签债务的

场合，则其个人财产也将加入到债务的清偿中去。〔５２〕

然而，即便存在上述缺陷，《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定对于理解和完善我国《民法典》第

１０６４条所规定的“合意型共债”依然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三、民法典“合意型共债”的内涵重构

（一）“合意”双重意蕴的法理依据

尽管《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规定了与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类似的“共债共签”制度，但两

者依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两者适用的法律关系有所不同：《法国

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的规定仅仅适用于外部债务性质认定，而不影响夫妻内部之间债务的最终分

摊，而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似乎并未作如此划分。其次，两者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国民法典》

第１４１５条仅仅针对借贷合同和保证合同这两类特别的法律行为设立了共债共签规则，这一做法

源于这两类行为潜在的危险性；而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在其适用上则不存在上述限制，“共债

共签”在我国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性规定。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区别，配偶一方的“同意”

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法国民法典》第１４１５条中配偶一方的同意原则上被解读为对另一方举

债行为的授权，其法律后果并不是使同意方自身成为该债务的债务人，只是使得双方的共同财产

全部加入到责任财产的范围中去；而我国司法实践则将配偶一方的同意理解为承担债务的同意，

即通过共同签字或者事后追认，配偶一方自身也成为该债务的债务人，双方以全部个人财产及共

同财产对外承担清偿责任。

正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配偶方同意的两层不同含义，我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才会遇到“全

有全无”的两难境地。以一方以配偶身份在对方订立的合同上签字为例，认定配偶一方未认可另

一方的举债行为，或认定配偶方自愿成为债务人并以其个人财产对外承担清偿责任，均不符合当

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在“授权—负债”两分的背景下看待此类情形，类似的困境也将迎刃而

解：一方以配偶身份签名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对对方举债行为的授权，该授权并不使配偶本人当

然地成为债务人，而只是使得双方的共同财产进入实现该债权的责任财产范围。这种理解不仅符

合当事人的真意，也避免了将夫妻之间的道德上的扶持互助异化为法律上的风险共担。

配偶同意的双重结构背后，是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多元标准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规定的“共债推定”规则，其背后的一个依据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既然我国采用的是夫

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创造的积极财富为夫妻双方所共有，则由此

所生的债务原则上也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作为共同债务认定标准本身

并非必然错误，〔５３〕只不过其只能作为夫妻内部法律关系的调整依据，即夫妻双方确定债务最终分

担的依据。在外部法律关系中，重要的是夫妻双方在处分共同财产时所拥有的权限。根据《民法

典》第１０６２条最后一款的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里的“平等的处理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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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任何一方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处理共同财产，对于重大的事项，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

如果允许配偶一方通过单方举债的行为使共同财产可为第三人所扣押，那么夫妻的平等处理权也

将形同虚设。因此，在外部关系中，夫妻单方对共同财产的权限必然是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范

围相挂钩的。夫妻一方单独处理共同财产的权限越大，其单方举债的权限就越大，共同债务的认

定范围就越宽；相反，夫妻一方单独处理共同财产的权限越小，其单方举债的权限就越小，共同债

务的认定范围就越窄。在授权型同意的场合，配偶一方的同意事实上是对另一方单独实施的举

债行为的授权，其后果是使得另一方得以用共同财产对外清偿债务，这里的“共同意思表示”指

向的是共同财产的处理权；而在负债型同意的场合，配偶一方的同意事实上是对承担债务的同

意，其后果是使得配偶以本人的名义共同对外承担债务，这里的“共同意思表示”指向的是对债

务的承担。

区分授权型合意和负债型合意，可以避免法官陷入“全有或者全无”的困境。从举证责任分配

的角度来看，让债权人证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债务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

营，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若严格适用这一共债认定标准，势必会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足。在这

一背景下，法院倾向于对“合意型共债”进行扩大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５４〕通过区分“授权型合

意”和“负债型合意”，尤其是通过分离出“授权型合意”的类型，原来夫妻债务认定的“二分法”被

“三分法”所取代，法官在平衡各方利益时也便拥有了更多的选择。

（二）“合意”双重意蕴的文本依据

区分配偶合意的双重意涵，不仅有理论上的支撑，同时也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文本依据。

根据第１０６４条第１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在第２款中又提到，对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订立的超出家庭日常生

活范围的债务，债权人可以通过证明该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使其成为夫妻共同债

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两款中所规定的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共同债务，其性质是否相

同？目前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立场，认为两者所指同一，第２款中所说的“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即是对第１款中“共债共签”原则的重申。〔５５〕

事实上，这种理解的正当性有待商榷。首先，单纯从条文撰写的逻辑而言，对同一类共同债务

做出重复规定，不仅没有必要，也影响了文字的美感。其次，第１款和第２款适用的前提并不完全

相同，从条文表述上来看，第２款适用的前提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

的债务，其显然很难涵盖第１款中夫妻双方通过共同签名的形式以双方名义订立的债务类型。最

后，两款规定在用语的表述上也不尽相同，第１款中所指的是夫妻双方以“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即对负担债务达成的合意，而第２款则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即对于夫妻一方负担债务达成的合意。

基于上述理由，结合前文对于配偶同意双重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第１０６４条做出如下解

释：第１款中所规定的夫妻合意是负债型合意，夫妻双方由此成为共同债务人；第２款中所规定的

夫妻合意是授权型合意，债务人一方得以共同财产之全部及其个人财产对外承担清偿责任。

（三）“合意”双重意涵的司法适用

通过区分“负债型合意”和“授权型合意”，我国审判实践中认定“合意型共债”的乱象就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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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程度的矫正。

具体而言，第１０６４条第１款所规定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名以及一方事后追认的情形，应当理解

为双方的“负债型合意”，即要求夫妻双方作为共同债务人对外承担清偿责任。按此理解，对于此

款中的共同签名和事后追认应作严格解释。就共同签名而言，夫妻双方必须以债务人的身份签

字，一方仅以债务人配偶的身份在对方订立的合同上签字，并且合同内容也未将该配偶明列为合

同当事人的，不能认定为具有“负债合意”。同样，对于一方事后的追认也应当作严格的限定：第

１款意义上的事后追认是指配偶一方事后明确表示其愿意成为相关债务的债务人，以个人的名义

加入到债务清偿中来。在成立“负债合意”的场合，债务人配偶究竟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

其责任财产范围及于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均要视其具体的意思表示而定。在债务人配偶未

作具体说明的情况下，宜认定债权人可以就夫妻双方的全部财产实现其债权，即不仅包括双方的

共同财产，还包括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５６〕

与之相反，第１０６４条第２款所规定的“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当理解为“授权型合

意”，其并没有改变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的事实，只是经过配偶方授权后，其得以共同财

产之全部对外承担清偿责任。因此，在授权型合意的场合，法律不要求配偶做出以自己名义承担

债务的意思表示，只需认可对方的举债行为即可。典型情况如：以债务人配偶的身份在对方以个

人名义订立的合同上签字；在对方订立合同时在场见证，并没有做出反对表示。〔５７〕同理，如果债

务人配偶一方接受了借款未作反对表示，或者使用该借款进行家庭用品的购置，都可以推定为其

对债务人个人举债行为的认可。

对于配偶一方事后帮助还款或者承诺还款的行为是否可以构成“授权型合意”，似有进一步讨

论的必要。在我们看来，事后还款的行为如果没有附加其他的意思表示内容，很难认为配偶对对

方所负的债务予以授权同意，其充其量仅仅是对清偿债务的同意。若法律不加区别地将夫妻之间

纯粹道义情感层面的提携互助全部转变为具有拘束力的法律义务，那么势必会对夫妻之间的情感

共同体产生负面影响。以配偶方用双方的某一共同财产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为例，此时配偶方仅

仅是同意在该特定财产价值范围内对外债进行清偿，如果没有附加的表示，不得将责任财产范围

任意扩大至双方全部的共同财产，更不得扩大至配偶一方的个人财产。

严格区分“负债型合意”“授权型合意”和“偿债型合意”，可以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合意型共债”

的认定提供有益的指导，在债务人配偶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中寻找到合理的均衡点。

四、《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的体系解读

有关“合意型共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的理解，这种理解须置于整

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体系框架内进行。

（一）第１０６４条中共同债务的类型化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第１款和第２款中均提及了基于夫妻共同

意思表示的共同债务，但两者指向的对象不同，应予区分对待。由此可以追问的是：《民法典》第

１０６４条对夫妻共同债务何以分两款加以规定？其背后是否存在深层的理论支持？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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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解释制定的原意，这种区分的依据似乎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同。〔５８〕但这一理由似

是而非：即使是在第１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依然就夫妻双方“共债共签”或者债务属于日常家事

代理范畴承担举证责任。换言之，无论在哪一款的情形，债权人均承担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５９〕

第１款和第２款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举证的对象和难度上。另外，若在举证责任分配的意义上来理

解第１０６４条的规定，很可能将“家庭日常生活”这一“目的性”的标准异化为一种债务数额上的标

准：对小额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对大额债务推定为个人债务。〔６０〕

在我们看来，第１０６４条分两款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事实上体现了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类型，

即便这种分类的思想只是以萌芽的状态潜藏于条文表述的背后。具体而言，第１款所规定的共同

债务，是“双方负债型的共同债务”，这种负债行为或者是由法律依据婚姻关系的本质直接加以规

定的———此即家事代理型共债，或者是依据当事人共同负债的合意而达成的———此即负债合意型

共债。与之相对应，第２款所规定的共同债务，其本质在于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保全、处分、取得过

程中所产生的债务，学者有时称其为“夫妻共同债务”，以表示与夫妻连带债务的区别。〔６１〕但是这

一名称过于宽泛，其内涵不甚清晰，因此本文倾向于将其称为“一方负债型的共同债务”。〔６２〕对于

此类债务，债权人仅就债务人一方的个人财产以及双方的共同财产享有获得清偿的权利，而不能

就配偶一方的个人财产请求实现权利。

区分“双方负债型的共同债务”和“一方负债型的共同债务”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厘清分别财

产制约定对共同债务认定的影响。

（二）分别财产制约定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所设立的“共债推定”语境下，债务人配偶方要证明该债务

并非双方共同债务，其只能就该解释明确列举的有限情形加以举证，其中一项为“能够证明属于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而《婚姻法》第１９条第３款是有关夫妻分别财产制的规定，并

为《民法典》第１０６５条第３款所原封不动地保留。〔６３〕如果按照该条的文义理解，似乎应当认为在

夫妻双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场合，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所有债务均为一方的个人债务，

即便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也不应

例外。

这一理解似乎与《民法典》第１０６０条所确立的家事代理制度存在冲突，后者规定：“夫妻一方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第１０６０条规定在适用上并无前置性条件，因此应当能够无差别地适用于共同财产

制和分别财产制的场合。一方在家事代理范围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对另一方发生效力，这一效

力自然包含债务的承担在内。由此，《民法典》第１０６０条的规定就与第１０６５条第３款的规定存在

潜在的张力：依据前条，由于家事代理产生的债务，只有当夫妻一方与相对人之间有特别约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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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其本质上来说，两类共同债务区别的核心并不在于连带债务还是按份债务（因为在夫妻合意负债

的场合当事人也可约定夫妻仅承担按份责任），而是责任财产范围上的不同。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

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候，才不会对双方产生效力；而依据后条，只要相对人知道夫妻双方分别财产的约定，因家事代理

产生的债务即不对债务人配偶产生效力。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回到家事代理债务作为共同债务的立法理由上来。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家事代理权旨在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这一需求按照夫妻双方互负的扶养义务确

定”，因此“夫妻采纳何种财产制，不妨碍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存在”。〔６４〕换言之，基于家事代理权产

生的夫妻债务，是婚姻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一旦结婚，夫妻双方就不再可能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主

体，他们有义务共同维系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这种

共同体的关系，即便是约定了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也概莫能外。比较法上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此

点：在法国法上，有关日常生活负债的连带责任在婚姻的财产效力部分进行规定，而不是在夫妻财

产制部分中加以规定，因此可适用于所有夫妻财产制的类型。

在《民法典》出台之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确立家事代理制度，多数学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１７条是对家事代理制度的规定。〔６５〕但事实上，上述司法解释是对《婚姻法》所规定的夫

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的解释，〔６６〕因而其适用范围仅局限在共同财产制的场合，与一般

意义上的家事代理权制度相去甚远。〔６７〕此次《民法典》规定了独立的家事代理权制度，使其与共

同财产的处理权脱钩，是立法上的一项重大进步。

将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的区分纳入进来，将使我们对《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中所规定的两

类共同债务有一个更明晰的了解。申言之，第１款所规定的“双方负债型的共同债务”，也可以称

为一般的共同债务，其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夫妻财产制类型。这一共同债务的属性或者来源于婚姻

的法律属性（家事代理类共同债务），或者源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负债合意类共同债务）。与之

相对，第２款所规定的“一方负债型的共同债务”，其存在是以夫妻双方存在共同财产为前提，因此

仅仅是共同财产制下所特有的共同债务，对于此类共债，若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的分别财产制约

定，则只能要求债务人一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由此，《民法典》第１０６０、１０６４、１０６５条的

关系得以厘清。

（三）“一方负债型共债”的成立依据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订立的债务，债权人为何可以要求双方的共同财产

作为责任财产范围以实现其权利？换言之，“一方负债型共债”的认定依据是什么？既有支持以

共同财产为限清偿债务的学者往往以“利益分享”理论作为其立论的依据：既然依《婚姻法》第

１７条的规定，婚姻期间取得的一切财产原则上均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负债所得利益同理属于

共同财产，由夫妻双方在共同财产范围内进行清偿；相反，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并没有因婚姻关

系的存续而增加，因此也无须承担相应的负债风险。〔６８〕在“王社保与吕国华、刘明桂债权确认纠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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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再审案”〔６９〕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涉案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原因并不是吕国华实际参与了合伙经营活动，也不是吕国华与刘明桂之间就涉案债务存在举债

合意，而是基于我国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法律规定。吕国华与刘明桂对婚后一方取得的财产存在共

同所有的关系，成为夫妻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则与该财产相对应的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正

因为此，对该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时，吕国华的责任财产范围也应与该财产制相对应，即与夫妻共同

生活无关的财产应排除在外。”

然而，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将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夫妻共同财产制挂钩，实际上混淆了夫妻内部

关系和外部关系中的债务认定。在确定夫妻内部关系中的债务分摊时，法律强调的是权利义务的

平等，一方因债务的订立享有利益的，自然应当在获利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外部关系中所强调的

是夫妻双方决定权的平等，一方的举债是否构成共同债务涉及的是一方对外缔约的权限问题，即

相关事项可由配偶一方决定还是要求夫妻双方的共同决定。将“利益分享”作为共债的认定标准，

其结果必然是“共债推定”的回归：因为除了极个别的情形（赌债、毒品债务等），大多负债行为都会

直接或间接使配偶方获益，从而构成共同债务。由此，《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所欲达到的立法目

的———限缩共同债务的范围———很可能付之东流。在目前审判实践中，一些判决对于“夫妻共同

生活”的理解，事实上已经蕴含了这种危险的倾向。例如在“齐杰、史潇宇民间借贷纠纷案”中，〔７０〕

法院认为“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收入用于

家庭生活或配偶分享所负的债务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在“胡洪月、常和纲买卖合同纠纷案”

中，〔７１〕法院指出，“虽然案涉债务为宋家军在承包工程时所欠，但宋家军长期从事建设工程承包，

其经营所得的利润收入，应当有相当部分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比较符合客观事实”，在配偶方无法举

证没有花费或使用过宋家军经营收入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构成共同债务。这种判断方式最终也将

构成对于家庭“低收入方”的歧视：在不少判决中法院均以配偶方收入较低，单凭其收入无法维持

现有生活为由，认定利益分享的事实，由此将债务定性为共同债务；〔７２〕相反，若配偶方本身经济独

立，没有举债需要，则法院往往认定相关债务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７３〕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民

法典》立法者所追求的。最后，我国婚后共同财产的范围非常宽泛，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经常微不

足道，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排除在责任财产之外，其实现的保护效果在实践中可能相当有限。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共债推定”的背景下，“王社保与吕国华、刘明桂债权确认

纠纷再审案”之类的判决构成对非举债方债务人的一种保护，使其个人财产免受执行。但是在《民

法典》出台之后，上述共债认定标准就应当得到重新审视。结合“负债型合意”和“授权型合意”的

区分，对第１０６４条第２款的共债理解不应当从“利益分享”这一内部标准出发，而应当从“决定权

限”的角度来理解：即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夫妻共同生活理解为一方有权单独对外举债的行为类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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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王社保与吕国华、刘明桂等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苏民再提字第

００５７号民事判决书。有关本案的讨论，参见何丽新：《论非举债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清偿夫妻共同债务———从

（２０１４）苏民再提字第００５７号民事判决书说起》，载《政法论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１０—１１７页。

齐杰与史潇宇民间借贷纠纷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辽０３民终２４６７号民事判决书。

胡洪月与常和纲买卖合同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皖民申３２１９号民事裁定书。

虞岚等与王国生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京０２民终１４４１４号民事判决书；列婷与

广州市海珠区荣光布行买卖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民申２５１５号民事判决书；于杰与朱蕾民间

借贷纠纷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黑民再４０４号民事判决书；周彪与张丽萍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

院（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终３０６号民事判决书。

李纯笑与郑菲菲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浙民申２６５５号民事裁定书。



型。在《民法典》出台前，《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将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的“平等处理权”理解

为对家事代理制度的确认：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有权单独决定；对于非因

日常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所做的重要处分决定，则需要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然而在《民法典》明

确区分了共同财产制和家事代理权之间的联系的背景下，对于“平等处理权”也需要做出一种全新

的理解。囿于篇幅，此处无法对此关键问题作全面的展开，但一种可能的思路是，债权人需要证明

所涉债务被直接“用于”夫妻的共同生产经营，或者直接用于购置、修缮、保全或者取得双方的共同

财产。如果债务本身并不直接体现其用途，债务人配偶方仅仅是从举债行为中间接获益的，不能

被纳入第１０６４条第２款共同债务的范畴内。这样的理解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配偶一方的职

业自由，又能够避免诸如借贷、保证等债务借由“利益分享”当然地成为共同债务。

（四）第１０６４条与第１０８９条的协调

《民法典》第１０８９条脱胎于《婚姻法》第４１条的规定，只是将其中的“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

债务”修改为“夫妻共同债务”。〔７４〕但《婚姻法》第４１条原本被作为夫妻债务认定的条款，《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则是对该条的进一步解读。〔７５〕在这次的《民法典》条文中，同时规定了来

源于司法解释的第１０６４条和来源于《婚姻法》的第４１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两者的关系问题：

第１０８９条所规定的共同债务是否与第１０６４条的规定相同？不妨认为第１０８９条解决的是共同债

务清偿的问题，而第１０６４条解决的是共同债务认定的问题。

但这种理解很快就会产生不少疑问。一方面，两者适用的时间节点不同。第１０８９条严格规

定了条文适用的场景（即离婚时），而第１０６４条则无此限制。若第１０８９条只是一般性的共同债务

清偿规定，为何要作此时间性规定？另一方面，第１０８９条规定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财产

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结合上下文，此处的双方应指夫妻双方，而夫妻内部有关清偿债

务的协议显然不能对债权人产生拘束力。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地将第１０８９条理解为第１０６４条的

延续，而是应当将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条款加以看待：第１０６４条处理的是夫妻双方与相对人外部

关系中债务认定的问题，而第１０８９条则是离婚时夫妻双方对于共同债务的内部分摊问题。换言

之，通过将第１０６４条和第１０８９条并举，《民法典》的规定事实上为夫妻债务认定内外有别的思想提

供了文本依据。

这种内外区分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萌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中首次提到了夫妻债务认定“内外有别”的

思想：“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

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这一思想在部分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体现。〔７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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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这种解读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背离了第４１条的意旨。参见叶名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废除

论》，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３２—３５页。

杨伟彬与焦焦民间借贷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皖０１民终７８２２号民事判决书；李坤

锐与汪武绪民间借贷纠纷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７民终２８２０号民事判决书；许兴强、刘海燕与

徐立欢民间借贷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沪民申２０８２号民事裁定书；冯某与王某、吴某民间借贷纠纷

案，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甘０７民终９２２号民事判决书；韦小军与李迎春民间借贷纠纷案，（转下页）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所确立的“共债推定”为《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所抛弃的背景下，上

述基于举证责任分配所作的内外区分思想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在《民法典》的语境中，区

分内外关系的真正理由应当是共债认定标准的不同。换言之，由于共同债务的内部认定标准（用

途）和外部认定标准（权限）并不相同，因此第１０６４条意义上的个人债务也可能构成第１０８９条意义

上的共同债务。例如夫妻一方在未征得其配偶同意的情况下向第三人借款，在外部关系上应认定

为一方的个人债务，但债务人事后将借款用于夫妻生活的改善，则在内部关系上应依据权利义务

一致的原则认定为共同债务，由双方分摊。借助第１０８９条，夫妻一方的内部追偿权也将获得法律

依据。〔７７〕

五、结　　语

夫妻债务问题可谓是长期困扰我国法学界的一个难题，而这一难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没有清

晰地区分夫妻债务问题的内外两个层次，从而导致共债认定标准的单一化和共债认定后果的两极

化。长期以来，关于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的处分权问题一直处于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的阴影中，

《婚姻法》第４１条确立的“用途论”标准所反映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思想，是夫妻内部债务分

担的标准，而不应将其作为外部债务定性的绝对标准。《民法典》有关夫妻债务问题的规定尽管尚

不完美，但本身已经蕴含了一些重要理念的萌芽，也为规则的未来完善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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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接上页）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皖０１民终５９５６号民事判决书；郭跃静、王秋兰民间借贷纠纷案，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豫０７民终３８４８号民事判决书；黄国梅与练新强、曾思梅民间借贷纠纷案，广东省

兴宁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１４８１民初１２０５号民事判决书；徐某与冯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浙０７８２民初１５６０号民事判决书；林文彬与李秀青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闽

０４民终１５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